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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企业通常是多产品企业(Bernard 等，2011;Berthou 和 Fontagne，2013) ;其中，大
部分多产品企业出口不同的产品至不同的国家或地区(Arkolakis 和 Muendler，2010;












本文使用的样本为 2000－2006 年企业 －产品月度数据，该数据由 3 个微观数据库
匹配得到。其中，企业 －产品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包含 2000－2006 年每个企
业每月每种产品进口或出口的交易信息，如产品 HS － 8 位代码、进出口价格、数量、贸
易额、企业名称、贸易伙伴等指标。
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Bown，2016)。








进行筛选:(1)保留在 2000 年之前被最终倾销裁决，且执行期一直延续到 2000 年之后
的案例;(2)保留在 2000－2006 年被最终倾销裁决的案例;(3)参照 Lu 等(2013)的做
法，以 HS －6 位代码为标准，保留每个产品被第一次反倾销调查的案例①。最终样本









既有出口产品种类的调整，因此除了参照 Qiu 和 Yu(2014)的方法剔除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不合理的观测值外，本文还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 (1)剔除样本区间内只生产
一种产品的企业(以 HS － 6 位代码为标准) ; (2)保留在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有两种
及以上出口产品的企业(以 HS － 6 位代码为标准)③; (3)根据 Ahn 等(2011)与 Tang
和 Zhang(2012)对贸易中间商的定义，剔除了企业名称中含有表示“贸易”词汇的企
业④;(4)剔除裁决为有倾销行为的产品样本区间内所有的观测值。据此得到本文主
要的研究样本，包括 2000－2006 年 28 952 家企业⑤共 1117 631 个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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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 6 位代码为国际标准编码。事实上，仅有 1 个案例(案例编号:US-AD －1046)的 HS － 6 位代码与之
前的案例重复，因此我们仅保留产品 HS代码的前 6 位进行匹配。










实际匹配样本为包括 43 389 家企业的非平衡面板，与戴觅等(2014)的匹配成功率相当，匹配成功率较
高。由于本文需要进一步匹配滞后 1 年的企业数据，故样本最终仅含 28 952 家企业。
(二)研究问题与估计方法




口产品种类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引入一个关键解释变量 ADit，其中 i 表示企业，t
表示时间(以月为单位)。因此，ADit实际上是两个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表示为 ADit =
Di × Dti。其中，Di 为企业 i是否受到反倾销措施影响的虚拟变量，若企业 i 生产的产
品在样本区间内曾被最终裁决为倾销产品，即企业受到了反倾销措施的影响，那么
Di = 1，否则Di = 0;ti 为企业初次受到反倾销措施影响的时间，若 t 在企业初次受到反
倾销影响的时间(ti)之后，则 Dti =1，否则为 0。即处理组为由受反倾销措施影响的企业
生产的非倾销品，对应 ADit =1;而对照组为由不受反倾销措施影响的企业生产的非倾销
品，对应 ADit =0。因此，为叙述方便，下文统称 ADit = 1 对应的产品为“受影响企业非倾
销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样本中不包括受影响企业生产的被倾销裁决的产品①。
2. 估计方法。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关注 ADit的系数 β1，该系数在数学上表示处理
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同时，为控制其他因素对产品出口的影响，我们还加入一组企业
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各种固定效应。具体的计量模型表达式如下:
















际为两个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表示为 Preit =Di ×Pre-timeit。其中，Pre-timeit的表达式为:
Pre-timeit =
1， t∈［ti － 12，ti)
0，{ 其他 (2)
其中，当 t 在企业初次受到反倾销措施影响前 12 个月内时，Pre-timeit = 1;否则
Pre-timeit = 0。此时，相应的表达式如下:
EXPOＲTijt = β0Preit + β1ADit + BXit + αij + αt + εijt (3)


























实际年龄(real age)=当年年份 －成立年份 +月份 /12;近似的就业人数或劳动生产率通过以下公式计
算得出:approxi_ factorimy = 1 －
t( )12 factori，y － 1 + t12 factoriy，其中，i表示企业，m表示月份，y表示年份，factor表示
企业就业人数(employ)或劳动生产率(lp)。
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为了更直接对比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异，除了关键解释变量 ADit之外，表 1 列出了两组相关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及 t检验结果。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og export 287 580 9. 52 830 050 10. 12 114. 80＊＊＊
log quantity 286 043 7. 98 827 811 8. 52 88. 61＊＊＊
log price 286 429 1. 61 827 457 1. 65 7. 53＊＊＊
控制变量
log approxi_lp 269 795 4. 03 792 917 3. 86 － 80. 41＊＊＊
log approxi_empoly 287 541 6. 15 830 007 5. 95 － 76. 64＊＊＊
log real_age 286 679 2. 22 827 176 2. 21 － 9. 03＊＊＊
















(1) (2) (3) (4) (5) (6)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17 630 1059 072 1113 854 1056 198 1113 886 1055 594
Ｒ2 0. 742 0. 740 0. 807 0. 805 0. 933 0. 934
说明:*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值为标准误，并已在企业 －产品
水平上进行聚类处理。下表同。
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使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的





























子样本:第一个子样本仅包含 19 188 家外资企业共 882 350 个观测值，第二个子样本





(1) (2) (3) (4) (5) (6)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34 122 831 638 831 496 45 473 45 284 45 322




















为验证这一推论的准确性，本文按照 HS － 2 位代码③，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
第一个子样本包含 13 298 家多行业企业(至少有两种产品的 HS － 2 位代码不相同)
851 842 个观测值，另一个子样本包含 15 655 家单行业企业(所有产品的 HS － 2 位代
码都相同)共 265 795 个观测值。这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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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HS代码编写规则，2 位 HS代码表示产品所属的“章”，同一章产品往往原材料或用途相同，因此我
们以 HS － 2 位代码作为行业，对产品进行划分;同时，HS － 4 位代码也是常见的产品分类标准(Lu 等，2013;Chan-





(1) (2) (3) (4) (5) (6)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05 909 803 333 803 428 253 163 252 865 252 166
Ｒ2 0. 741 0. 795 0. 925 0. 718 0. 828 0. 959
表 4 第(1)－(3)列多行业企业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若企业为多行业企业，那
么在受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影响后，企业非倾销产品的出口额和出口量分别提高了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17 637 1059 072 1117 637 1059 072 1117 637 1059 072
Ｒ2 0. 766 0. 765 0. 782 0. 782 0. 795 0. 792

















家企业出现在样本中第一年的所有观测值。据此，我们得到包含 27 515 家企业共







(1) (2) (3) (4) (5) (6)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07 846 808 012 808 012 808 972 808 995 808 962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85 042 1081 813 1081 386
Ｒ2 0. 741 0. 805 0.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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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的结果表明，当使用企业年度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时，受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












(1) (2) (3) (4) (5) (6)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23 970 303 652 322 409 302 588 322 657 302 453
Ｒ2 0. 776 0. 775 0. 814 0. 812 0. 923 0. 925
表 8 第(1)和(2)列的结果表明，相比受反倾销调查的非倾销产品，受影响企业非
倾销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 19. 1%，该系数约为基准回归系数的 2. 8 倍;与此同时，受
















(1) (2) (3) (4) (5) (6)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56 706 1095 216 1152 917 1092 327 1152 860 1091 642
Ｒ2 0. 740 0. 738 0. 805 0. 803 0. 933 0. 934
表 9 的结果表明，在加入贸易中间商后，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
6. 3% －8. 3%，出口量增长了 4. 9% －7. 0%，产品出口价格系数仍不显著，这与基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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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相似，再次支持了本文结论①。
( 四) 排除美国进口政策管理条例 05. 1 号的影响
通过对比前文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结果发现，受影响的外资企业在应对反倾销
时能够及时调整出口产品，非倾销品的出口额和出口量显著增加，而受影响的国有企






果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两组稳健性检验。一是，剔除 2005 年 4 月之后的所有外资企
业，得到包含 24 698 家企业 688 598 个观测值的子样本一③; 二是，剔除 2005 年 4 月之
后的所有样本，得到包含 21 537 家企业 560 595 个观测值的子样本二。这两组子样本




种类时驱动力也较小。因此剔除这些企业后，产品溢出效应应该更大。表 10 第( 1) －
( 3) 列剔除 2005 年 4 月后外资企业的结果表明，当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受影
响企业出口额和出口量分别提高了 9. 3% 和 7. 9%，显著高于基准回归中的结果
( 6. 9%和 5. 4% ) ，与预期相符。而剔除 2005 年 4 月后所有样本的估计也有类似结果








理论上，相比生产者，贸易中间商更易转换出口产品，因而产品溢出效应也应更大。虽然表 9 第( 2 ) 列
AD 的系数( 0. 061) 略小于基准回归中 AD 的系数( 0. 067，表 2 第( 2) 列) ，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结果的稳健性。原因
在于: 第一，这 2 个系数的标准差都为 0. 018，因此二者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 第二，只有当大部分贸易中间商在
处理组时，我们才可能观察到更大的产品溢出效应，但在这近 400 家贸易中间商中，仅有 95 家企业在处理组，而
其余企业都在对照组; 第三，这些企业不仅进行一般贸易，还同时生产产品，相比只进行一般贸易的企业而言产品
溢出效应更弱。







表 10 排除美国进口政策管理条例 05. 1 号影响的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月份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52 507 650 549 651 655 529 219 527 391 529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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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US Antidumping Duties against China on Export Products
Long Xiaoning;Fang Feifei;Chandra Piyush
Abstract:Based on product-level micro-data from firm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06，we use
the DID techniqu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that US antidumping duties exerted against China in relation to ex-
ports of non-targeted goods by firm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US antidumping duties. At first glance，it is
noted that antidumping duties led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xports，as well as exported quantities of non-
targeted products sold by the affected firms to the United States，i. e.，that the US antidumping duties really
caused product spillovers. There is also heterogeneity between types of business ownership，as well as be-
tween multi-sectoral and uni-sectoral firms. On the other hand，these multi-product firms' exports of these
non-targeted goods to other countries have also been increasing if these countries were the original export
destinations. These results allow us to conclude that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for firm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foreign antidumping duties and stabilize their exports is to maintai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roducts and the transfer of exports from non-targeted goods．
Key words:antidumping duties，multi-product firms，firms' exports，product spil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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